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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晋西南夷内涵及其时空演变

段 渝①

摘 要: 在汉代以降的文献中，西南夷是指中国古代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巴蜀以西、以南
和西南地区的古代族群，即秦汉时期分布在今四川西南、西北和云南、贵州等地区属于氐羌系
统和濮越系统的各个族群的总称，但在先秦文献中，巴、蜀同样被认为属于南夷。不论在内涵
还是在时空分布方面，西南夷的概念在先秦汉晋时期都有所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关键词: 西南夷; 内涵; 时空构架; 先秦汉晋

在汉代以降的文献中，西南夷是指中国古代

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地区
的古代族群，即秦汉时期分布在今四川西南、西
北和云南、贵州等地区属于氐羌系统和濮越系统
的各个族群的总称，它们是如今这一广阔地域内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和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先民。但
在先秦文献中，巴、蜀同样被认为属于南夷。也
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巴、蜀和 “巴、蜀西南外
蛮夷”，均属西南夷范畴。而不论从名称内涵还
是从时空变迁来看，西南夷这个概念在先秦汉晋

时期均有变化。本文试就其中几个基本问题进行
讨论，以此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西南夷名称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西南地区的非华夏或非

汉系的民族被称为 “西南夷”，或 “巴蜀西南外
蛮夷”，或 “蜀郡徼外蛮夷”。① 对西南夷的深
入研究，有必要首先分析其概念、内涵及其历史
演变。
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南夷的明确记载，首见于

《史记·西南夷列传》。此篇总叙部分记载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其西靡

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
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
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
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
徙、筰都最大; 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

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
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
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②

西南夷族类有异，成分复杂。按 《史记》
有关篇章以及 《汉书》的记载，实际上包括西
夷和南夷两部分。所说 “夷”，即是 《西南夷列
传》总叙末句所记“蛮夷”，是汉代对巴蜀西南
外少数民族的通称， “西”和 “南”均为方位
词，西夷是指位于巴蜀以西的非华夏的民族或族

群，南夷是指位于巴蜀以南的非华夏的民族或族

群。③

流传至今的文献表明，将巴蜀西南外的民族

或族群记为西南夷，始见于西汉文献的称谓，在

先秦文献里还没有发现这一称呼。先秦时期，普
遍把分布在中原诸夏周边的民族或族群称为蛮

夷，对僻处西南地区的巴和蜀亦不例外。据
《战国策·秦策一》所记载的张仪、司马错之
言，蜀是 “西辟 ( 僻) 之国而戎狄之长也”，
《华阳国志·蜀志》也说秦灭蜀后，“戎伯尚强，
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所谓“戎狄”和“戎伯”，
都是指古蜀国境内的氐羌系和濮越系的各族君

长。先秦时期臣属于蜀的族类众多，汶山、獠、
僰都曾先后为蜀附庸，蜀为其长，而被通称为

“戎狄之长”，那么蜀国连同其境内臣属于蜀的
这些族类无疑也都被视为戎狄。先秦文献中直接
提到巴蜀西南外非华夏的民族或族群之臣属于蜀

国者，仅在 《战国策·秦策一》中有此一见，
说明汉代所称西南夷，在先秦时代多称戎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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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引起的称谓变化，这种名异实

同，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常见的通例。①

先秦两汉文献中多见 “东夷”、 “西戎”、
“南蛮”、“北狄”的名称，原是诸夏对中原周边
非华夏族民族或族群的称谓，均属泛称而不是专

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又
合称为四夷，② 即四方之夷。唐代孔颖达对此的
解释最为精当，他说: “四夷之名，随方定称，
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
名从方号。”又说: “夷为四方总号。”③ 事实
上，所谓“四夷”，其实都包括了不同的族系，
其中许多族系可以蛮、夷或戎、狄互称，而随着
时代的变化，其中一些族类的名称往往也会随之

变化，尽管其族属并没有改变。先秦汉晋时期西
南夷内涵的演变，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二、西南夷地理概念的演变

由于历史文献不足征，西南地区的上古史显

得非常复杂而隐秘，学术界对这个地区古代社会

各个族群的族属和年代等问题的看法存在相当分

歧。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在对西南夷的研究
中，往往只是从 《史记·西南夷列传》出发，
仅对“巴、蜀西南外蛮夷”进行分析，却忽略
了先秦时代的巴、蜀均属西南夷范畴这个历史事
实。
历史文献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在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蜀以前，不论巴还是蜀，都属于西南
夷的范畴。《战国策·秦策一》和 《华阳国志·
蜀志》均说蜀为 “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而
《荀子·强国篇》也直接把巴称为“西戎”。《汉
书·地理志》更是明确记载: “巴、蜀、广汉本
南夷，秦并以为郡”，④ 这里的巴、蜀指秦汉时
期的巴郡和蜀郡，广汉指秦汉时期的广汉郡，而

广汉郡是分别从巴郡和蜀郡割地设置的，即所谓

“分巴割蜀以成黔、广”，⑤“黔”指黔中郡，
“广”指广汉郡。很清楚， 《汉书》是把被秦灭
以前的古巴国和蜀国视为南夷的。《汉书》为官
修史书，《汉书》把被秦灭以前的古巴、蜀称为
南夷，这个看法自然是代表了中央王朝的意见，

是两汉朝廷的共识。这些记载无可非议地说明，
在当时的中原视野观念中，先秦时期的巴、蜀，

均毫无例外地属于西南夷中的成员。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汉时蜀郡
州治成都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

直西门郫江中曰冲治桥; 西南石牛门曰
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也; 城南曰江桥; 南
渡流曰万里桥; 西上曰夷里桥，亦曰笮桥;

从冲治桥西北折曰长升桥; 郫江上西有永平
桥。⑥

成都少城是先秦时期古蜀王国都城的中心位置所

在地，也是秦汉时期蜀郡郡治的官署所在地。这
说明了两个史实: 第一，“夷里桥”的名称来源
于夷人居住的区域名称 “夷里”。 “夷里”的
“里”，是地方低层行政单位的名称。 “十里一
亭”，里有里正，是标准的汉制，而汉制本源于
秦制， “汉承秦制”。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

成都城市西南居住着不少夷人，建有专门的街区

“夷里”。第二，“夷里桥”亦曰 “笮桥”，说明
居住在“夷里”的夷人是西南夷中的笮人。既
然成都少城西南有夷里桥，又称笮桥，直到秦之

蜀郡守李冰治蜀时，仍然还居住着西南夷笮人并

保留着笮人的街区和名称，那么先秦时期的蜀国

与笮人相同，都属于西南夷的组成部分，就是没

有什么疑问的了。

古蜀人被排除出西南夷族类以及古蜀国故地

被排除出西南夷地区，应是在战国后期秦并巴蜀

以后。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公元前 314 年，秦
置蜀郡，同时又以蜀为侯国， “贬蜀王更号为
侯”，⑦ 在蜀国故地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
过渡政策。秦惠王封蜀王子通国 ( 又作公子通、

公子繇通) 为蜀侯，以陈壮 ( 或作陈庄) 为相，

并以秦大夫张若为蜀国守。但是，秦国在故蜀国
的统治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故蜀国对秦国的反抗

此起彼伏、时有发生，这些反秦事件大多发生在
故蜀国疆域的南部。在蜀故地以南，蜀王子安阳
王统兵 3 万伺机反扑。⑧ 而分布在青衣江地区的
蜀国旧臣“丹、犁”，照旧拥戴蜀王为君长，以
期内外接应反秦。秦惠王更元十四年 ( 前 311

年) ， “相壮杀蜀侯来降”。⑨ 秦武王元年 ( 前
310 年) ，秦派名将甘茂定蜀，一并诛杀参与谋
反的陈壮。秦武王三年 ( 前 308 年) ，秦复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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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煇 ( 或作晖、恽) 为蜀侯。秦昭王六年 ( 前
301 年) ，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令蜀侯煇夫
妇自裁，一并“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①

次年，秦又封蜀公子绾为第三任蜀侯。秦昭王二
十二年 ( 前 285 年) ，秦 “疑蜀侯绾反，王复诛
之，但置蜀守”。② 从公元前 316 年灭蜀，直到
公元前 285 年诛蜀侯绾，经过 30 余年的时间，
历经三代蜀侯与秦国之间的抗争与镇压，直到秦

昭王二十二年 ( 前 285 年) ，秦国才最终在故蜀
国建立起单一的郡县制度。故蜀国故地的民众，
也由于秦对蜀长期剧烈的政治经济改造和文化变

革而“染秦化”，在文化模式方面发生了巨大变
化。③ 大约在此之后，蜀才被时人从“南夷”的
概念内分离出来。而即便如此，到了汉初景、武
之间，蜀人仍然还是被认为 “质文刻野”，经过
文翁入蜀为蜀郡守，选派蜀人子弟到京师长安学

习律令，学成归蜀以后用此教授蜀人子弟，才颇

改蜀人的蛮夷之风。④ 至此，时人也才最终改变
了对蜀人属于蛮夷的传统观念。
至于与故蜀同属南夷的筰都夷及其居地的变

化，情况更为复杂。筰都夷原居岷江上游汉代之
汶山郡，⑤ 大约在战国秦汉年间，南迁到古蜀国

南部，汉武帝时期，将筰都夷的居住地域设置为

沈黎郡。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
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

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
( 越) 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
郡。⑥

沈黎郡置于汉武帝元鼎六年 ( 前 111 年) ， 《后
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莋都夷》记载: “元鼎
六年，以为沈黎郡”，又载: “至天汉四年 ( 前
97 年) ， ( 沈黎郡) 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⑦

至安帝延光二年 ( 123 年) 改为蜀郡属国，灵帝
时改为汉嘉郡。可见，此汉嘉郡辖境大致上就是
沈黎郡辖境，基本无变迁。据 《续汉书·郡国
志》的记载，汉嘉郡 ( 即汉武帝时期的沈黎郡，
但汉嘉郡的面积小于沈黎郡，辖境当今四川雅安

地区) 辖有汉嘉 ( 今四川芦山县) 、严道 ( 今四
川荥经县) 、徙 ( 今四川天全县) 、旄牛 ( 今四
川汉源清溪镇) 4 县，包含了青衣江上游和大渡
河上中游地区。沈黎郡原为羌系的丹、犁二族居
地，原属古蜀国的范围。汉武帝时因丹、犁二族
之名在其地设置沈黎郡，此后沈黎郡易名，仍以

蜀郡西部都尉、蜀郡属国为行政区划名称。由此
可见，沈黎郡原为蜀地。
先秦至汉初，沈黎郡原为筰都夷所居，至汉

武帝开西南夷后，筰都从沈黎郡南迁至雅砻江中

下游今四川凉山州盐源县、盐边县和云南永胜县
一带。筰都南迁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天汉四年
( 前 97 年) 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武帝
元鼎六年 ( 前 111 年) 以 “西部笮都为沈黎
郡”，即以筰都为沈黎郡郡治。但自天汉四年
( 前 97 年) 沈黎郡并蜀为西部都尉，而两都尉
分驻牦牛和青衣后，筰都县即不再见于记载。
《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和帝以前，蜀郡已无
筰都县。至安帝延光二年 ( 123 年) 改蜀郡西部
都尉为蜀郡属国，辖 4 县，也无筰名。可见，在
武帝天汉四年 ( 前 97 年) ，筰都随同罢置。而
在此之前，筰都已经南迁。⑧

这就说明，关于西南夷的民族和地理概念，

在先秦秦汉时期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先秦时
期的西南夷，包括了巴、蜀在内，称巴、蜀为南
夷，而汉代西南夷的北界则向南推到了汉嘉郡、
朱提郡和越巂郡一线，汉代文献关于西南夷地理

方位的记载，就是在汉武帝时期南夷的大量南迁

后才基本上固定下来的。
因此可以说，包括巴、蜀在内的整个西南地

区，⑨ 在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前期都可以
称为西南夷地区。直至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
以后，对巴、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了大
规模改造，巴和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一员，瑏瑠

从此才不再被视为西南夷，而蜀郡西南部的沈黎

郡在汉武帝时期才退出南夷的范围。自此之后，
汉代的西南夷就仅指 “巴蜀西南外蛮夷”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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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靡莫之属 ( 包括滇) 、巂与昆明、邛都、徙
与筰都、冉駹、白马等 7 个区域，以及东汉时期
归附中央王朝的永昌郡，而邛都、徙、筰都、冉
駹、白马等到了两晋时期也被排除在南中之外。

三、从 “西南夷”到 “南中”的时空变化

到三国两晋时期，西南夷的概念又出现了新

的变化，这从 《华阳国志》有别于 《史记》、
《汉书》和《后汉书》的有关记载中可以清晰地
加以判别出来。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从地理空间和族
群划分上，把西南夷明确分为 7 个区域，分别是
夜郎、靡莫之属 ( 包括滇) 、巂与昆明、邛都、
徙与筰都、冉駹、白马。《汉书·西南夷传》除
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 “西南夷君长”改
为“南夷君长”外，其他文字与之大同小异。
《后汉书》中有关西南地区的历史材料多出于
《华阳国志》，虽然其中有关西南夷族群的各篇
传记已与《史记》、 《汉书》有所不同，不过在
地理空间方面还是与 《史记》、《汉书》大体一
致。但是，在成书于两晋之际的 《华阳国志》
中，对于西南夷地理空间方面的记载则出现了较

大变化，与《史记》和两 《汉书》已有较大不
同。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曰: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

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
左衽，随畜移徙，莫能相雄长。①

很明显，《华阳国志》所记载的 “南中”是一个
地域范围的概念，而 《史记·西南夷列传》和
《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西南夷是地域与族
群相结合的概念，二者在概念上是有所区别

的。②

“南中”始见于三国蜀汉时期， 《三国志·
蜀书·诸葛亮传》说 “南中诸郡，并皆叛乱”，
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至南中，所在
战捷”，③ 均可为证。《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裴松之注云: “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
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
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④ 既然是
“号为南中”，就说明南中不是行政区划建置，
而是地域名称，并且是别称。在晋泰始六年

( 270 年) 置宁州之前，蜀汉以南地区被时人
“号为南中”，即“蜀之南中”，但在晋置宁州以
后，南中即属宁州辖境，所以 《华阳国志·南
中志》开篇即说: “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
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⑤ 可知南中这个
称谓是蜀汉对其南方诸郡的统称，而由蜀汉之庲

降都督治理其军政。晋时有 “南中七郡”之说，
即朱提、建宁、云南、兴古、牂柯、益州、永昌
等 7 郡，是因袭蜀汉而来，自晋泰始六年 ( 270
年) 置宁州以后，乃陆续分置为 14 州。
关于南中的地理空间位置，《华阳国志·南

中志》载曰: “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南
域是指蜀汉南方的地域，即指南中而言，其中的

“五夷” ( 或做五茶夷) 是指分布于 “宁州附塞
部落之名”，当在建宁郡界，⑥ 可见，南中是用
以指称蜀汉以南地区的习惯名称，即邛、笮、五
夷之南的广大地域。《华阳国志·南中志》还记
载:

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论以讽
帝，且以宣 ［使指］ 于百姓。卒开僰门，
通南中。⑦

僰门，意指僰道通往南中的交通要塞， “开僰
门，通南中”，表明南中在僰道 ( 今四川宜宾至
云南曲靖之间) 以南。可见，南中主要指今天
的云南省和贵州省西部地区。有的论著认为，今
四川省南部也包括在南中当中，实属误解。《华
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表明，蜀汉和两晋时
期的南中，已不是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全部，

战国秦汉时期南夷中的邛都和徙、筰都、冉駹、
白马等全部西夷已被排除在南中之外，表明蜀汉

两晋时的南中仅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的一

部分地区。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 《汉书·西南夷

传》和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是把
包括羌系民族和濮越系民族在内的整个西南夷统

称为“夷”，“夷”是作为一个泛称名词被加以
使用的，但在 《华阳国志·南中志》里，对西
南夷和“夷”的认识从称谓上已发生了重要变
化。前引《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叙说: “南中
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
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其中的南中是地域
名称，夷越是族系名称。这里将南中和夷越相对

·91·

先秦汉晋西南夷内涵及其时空演变★
段 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常 璩: 《华阳国志·蜀志》，刘 琳校注，成都: 巴蜀书社，1984 年，第 333 页。
段 渝: 《西南夷考释》，《天府新论》2012 年第 5 期。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北京: 中华书局，1982 年，第 918 页、第 921 页。
《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北京: 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046 页。
常 璩: 《华阳国志·蜀志》，刘 琳校注，成都: 巴蜀书社，1984 年，第 333 页。
常 璩: 《华阳国志·蜀志》，刘 琳校注，成都: 巴蜀书社，1984 年，第 369 页。
常 璩: 《华阳国志·蜀志》，刘 琳校注，成都: 巴蜀书社，1984 年，第 342 页。



应举出，显然认为分布在南中地区的族系是夷

越。此句中十分关键的是 “在昔”二字。所谓
“在昔”，是指从前而言，所谓从前，自然是指
三国两晋以前的先秦秦汉时期。而 “南中在昔
盖夷越之地”，就是说先秦秦汉时期南中为夷越
的活动地区。在这里，并没有像 《史记》和两
《汉书》那样把这片地域与西南夷相对应，而是
用夷越名称取代了西南夷名称。这就是说，在
《华阳国志》看来，从先秦时期直到三国两晋，
分布在南中地区族系的都是夷越。而夷越包括
“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
国以十数”，即是说， “夷越”指以 “滇濮、句
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等为代表的以
十数的南中地区的侯王国。从族系的角度看，在
常璩所列举出的这些侯王国中，滇是濮越系民

族，同样属于濮越系民族的还有夜郎、句町; 而
叶榆、桐师是地区名称，分布在叶榆的是昆明
族，属于羌系民族，桐师又作同师，分布在桐师

一带的是哀劳人，可能属于与羌系民族有关的藏

缅语族; 巂唐，在《史记》、《汉书》里单称巂，
属于羌系民族。可见，所谓 “夷越”，其实包含
夷和越两个部分，其中的夷，是指羌系民族，越

是指濮越系民族，夷越则是对南中地区所有羌系

民族和濮越系民族的统称。可见，不仅西南夷概
念被南中取代，而且 “夷”的内涵也发生了重
要变化。
在《华阳国志·南中志》里，通篇所述为

南中诸夷或夷濮，只有一处提及西南夷，而

《史记》、《汉书》中记载了在西南夷 7 个区域为
大君长的滇、夜郎等，虽然在 《华阳国志·南
中志》总叙里列出了它们的名称，但在具体叙
述中，却几乎没有关于这些在战国秦汉时期强大

一时的“王国”或 “邑君”等酋豪的记载，而
在先秦两汉不见于史载的其他诸多南中酋豪却成

为了叙事的主角。
以上说明，在蜀汉两晋之间，已把战国秦汉

时期包括徙、筰都、冉駹、白马等全部西夷以及
南夷中的邛都纳入蜀地范围内，所以这些地域及

其民族均在 《华阳国志·蜀志》中加以记述，
而只把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的所在地域及其大部分

民族作为南中之夷，把他们纳入 《南中志》加
以记述，并在篇首特别注明 “南中在昔盖夷越
之地”，其中的夷是指氐羌系的族类而言，越则
是指濮越系的族类而言。这表明，蜀汉两晋时期

已不再把西南夷作为一个广大地域内非汉系民族

的整体加以看待了。

四、西南夷的时空构架

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古文化的盛衰兴亡不可

避免，留下了一部高潮与低谷相激荡的文明演变

史，于是形成分期，各个分期的相互衔接，便是

文化演进的时序。而文化区的分布形态，即是文
化的空间构架。关于巴、蜀古代文明的时空构
架，笔者在 《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
历程》中已有专门论述，① 本文不再讨论，这里
仅讨论巴蜀西南外蛮夷的时空范围问题。
( 一) 时序脉络

关于西南夷的年代，如果从 《史记》和
《汉书》来看，仅为西汉时期，从 《后汉书》

看，还包括东汉时期，以后历代史书也提到西南

夷，时代更晚。那么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究竟如
何呢? 换句话说，西南夷的上限可以早到什么时

段呢? 对此，历史文献并没有明确的记录。不
过，通过一些比较间接的记载，可以获得有价值

的信息。
《逸周书·王会篇》记载了西南地区的一些
族群参加成周之会的情况，如此书记载的 “百
濮”和“产里”，学者多认为是西南地区的族
群。《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
尹为四方献令说: “正南，瓯邓、桂国、损子、

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

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个殷畿正南
的百濮。专贡矮犬，当即云南之濮。② 濮或作
卜，见于殷卜辞: “丁丑贞，卜又彖，□旧卜。”

郭沫若释为: “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③ 卜
子， 《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周初成周之会，
“卜人以丹砂”，王先谦补注: “盖濮人也。”卜、

濮一声之转。杜预《春秋释例》说: “建宁郡南
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

濮，又称叟濮。”晋建宁郡的地域范围，大致相
当于今云南省的昆明、曲靖、玉溪大部分地区以
及贵州省威宁县的部分地区。④ 当时西南夷的一
些族群不远万里到西周王朝的都城参加朝觐，据

此可以认为，西周初期已存有对西南夷某些族群

的模糊概念，尽管还没有见到当时有西南夷这个

提法的历史文献。

从早期中印交通即 《史记·西南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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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 “蜀身毒道”，
亦即学术界所说的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情
况分析，西南夷主要族群与古蜀的关系早已发生

并达到比较密切的程度，在政治和文化联系较为

密切的基础上，这条由古蜀腹心地区，经由西南

夷地区通往印度地区的漫长交通线才有可能开

通。以此比较一下汉武帝为打通汉王朝与大月氏
的联系，先后派遣 10 余批汉使，试图经西南夷
地区去大夏 ( 今阿富汗) 而被氐、筰、昆明等
族阻碍而无法通过这一史实就可说明，如果没有

同西南夷建立密切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就不可能

从他们的地盘通过。由此可见，蜀身毒道的开
通，必然是在古蜀与西南夷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前

提下才有可能初步完成的。
方国瑜先生曾认为，蜀、身毒国道经过西南

地区，是这个地区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建立起来，

而且是在这地区的居民开发的，由于西南地区各

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地部
族要求与邻境交换生产品，相互往还频繁开辟了

道路，甲地与乙地之间，乙地与丙地之间，丙地

与丁地之间均已开辟了道路，如此连贯起来，开

成了一条漫长的交通线。① 从义理的角度推论，
方国瑜先生的看法不无不妥，不过方国瑜先生对

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西南地区还没有足以

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问世，而其后数十年的考古资料则显示出另外一

种情况，所以在当时看来比较合理的推论现在就

有更新和修正的必要。
1986 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
大量青铜人物雕像，其中除古蜀人的形象造像

外，还有不少西南夷人物形象的造像。② 这表
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也就是相当于商代中

期 ( 祭祀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但瘗埋其内的

青铜雕像则属于商代中期的遗物) ，③ 西南夷的

一些“君长”与古蜀王国之间已存在密切的政
治与文化 ( 宗教) 关系，④ 这应当就是蜀身毒道

之所以能够开通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如

果没有蜀与身毒国的联系，仅仅是西南夷各族群

间道路的开辟，当然就不会有 “蜀身毒国道”
的名称; 如果没有古蜀王国与西南夷之间密切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同样也就不会有以
“蜀身毒国道”名义命名的交通线的开辟，这应
当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五尺道的开通，同样也是
在商周时期。⑤ 蜀身毒道和五尺道的开通，表明
商周时期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已演进到

相当程度。
从考古学测年数据来看，西南夷地区最早进

入青铜时代的，是以剑川海门口为代表的云南剑

湖区域⑥和以大理海东镇银梭岛为代表的洱海区

域，⑦ 年代分别在公元前 1800 年 ～公元前 1200
年之间和公元前 1500 年 ～公元前 1100 年之间，
分别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夏、商之交和商代晚期。
但是，剑川海门口和大理银梭岛青铜器与该两地

区后来的青铜文化遗存之间存在时间上的缺环，

同一地区先后的青铜文化遗存也显示出不同的面

貌，这种状况究竟是由于族群和文化的差异，还

是时代的差异或是其他原因所造成，其间的关系

还需要新的资料才可能予以说明。而考古学测年
数据显示出来的西南夷地区其他各青铜文化墓葬

的整体年代，大致为距今 2600 年 ～ 2000 年之
间，也就是春秋至西汉末、东汉初。这种情况表
明，西南夷各族进入青铜文化的年代先后差别很

大，早晚不一，其间发展很不平衡。
不过，位于黔西北、滇东北地区的鸡公山文

化———野石山———银子坛遗存，基本上是连续发
展演变的文化遗存，⑧ 是夜郎区域青铜文化起

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序列之一，可以说明西南
夷夜郎区域的演化链条。这一青铜文化的发展序
列链条表明，西南夷夜郎地区的历史开端至少始

自商代，而这一年代恰与三星堆文化青铜人物雕

像中西南夷人物造像的年代相吻合，这当然不是

偶然的。如果进一步分析，出现在三星堆文化青
铜人物雕像中的西南夷 “君长”造像，⑨ 绝不可
能是西南夷 “君”的始现年代，他们与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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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安: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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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52 ～ 55 页。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馆等: 《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 年第 8 期; 闵 锐: 《大理银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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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王国的交往必然已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

而且必然是在经过了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联系的交

往历程后，西南夷 “君长”才可能出现在三星
堆古蜀王国盛大的祭祀场合以及庞大的祭祀人物

序列当中。因此，毫无疑问，西南夷 “君长”
的始现年代必然早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也早

于那些青铜人物雕像的制作年代。这就是说，西
南夷“君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年代至少不
晚于商代中期。同样，既然这些西南夷族群的
“君长”的年代不晚于商代中期，那么很明显，
这些“君长”所代表的西南夷族群的始现年代
自然也就早于商代中期。
至于早于这些西南夷 “君长”的年代而又

可以作为西南夷初现年代的考古资料，目前还不

能加以确指。虽然近年来西南地区考古发现了大
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但这些文化遗存

是否与后来的青铜文化遗存具有发展演变的连续

关系，某个地区的青铜文化是否就是该区域新石

器文化的后续文化，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

入细致的分析研究。
( 二) 空间构架

古代西南夷地区地域辽阔，学术界一般根据

《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来认定，把古代巴
蜀以西和以南的地区划为西南夷地区。但这只是
汉代以来的认识，并非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西南夷

概念的理解。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西南夷的
空间范围事实上是随着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实力

的起伏消长而发生历时性的伸缩进退，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先秦时期的巴
和蜀均属 “南夷”，①直到汉武帝时期，始将南
夷的北境向南推到沈黎郡 ( 今四川雅安地区) 、
越巂郡 ( 今四川凉山州地区) 和朱提郡 ( 今云

南昭通和四川宜宾地区) 以南，而两晋时期就

连汉代的西夷和南夷中的越巂等地区都被排除在

南中以外。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在西周时期，古蜀国

杜宇王朝即 “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②

把西夷和南夷纳入统治或势力范围。春秋至战国
时代，古蜀开明王朝再次向南开疆拓土，“帝攻
青衣，雄张僚僰”。③ 青衣为今四川雅安市的芦

山县; 僚指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至黔西地区;

僰指僰道，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地区。《华阳
国志·蜀志》还记载说: “僰道有故蜀王兵兰”，
兵兰指驻兵营寨，④ 应当是古蜀王国建立在僰道

的驻兵之所，目的在于蜀军进一步向南挺进。这
就表明，其时青衣和僚、僰之地已被蜀国所实际
控制，为蜀之附庸。⑤ 从考古学上看，在云南昭
通和贵州威宁发掘了大批古蜀文明的青铜器，⑥

贵州威宁出土的古蜀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 800
年前后，威宁中水还出土古蜀三星堆文化 ( 公

元前 3700 年 ～公元前 3100 年，商代中晚期) 的
玉器，均说明了古蜀王国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

的势力范围扩张，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与历史

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当古蜀文明全盛之时，其
疆域 “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
峨嶓”。⑦ “越”，即晋时的南中，亦即所谓 “南
中在昔盖夷越之地也”，而其影响和渗透范围，
还远远超出了这一地域空间。
春秋战国时代的巴国同样也向南开疆拓土。

《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巴地范围说: “其地东
至鱼复 ( 今重庆奉节) ，西至僰道 ( 今四川宜

宾) ，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黔”，指战国
时期楚、秦之黔中郡，其地辖今湖南西北部及湖
北、四川、贵州的邻近地区; 涪即汉代涪陵县，
其地辖今重庆彭水、武隆、石柱、黔江、酉阳和
贵州道真、正安、沿河、务川、德江、印江、思
南等地。⑧ 这表明，巴国的疆域也向南抱有西僰
的一部分，而这正是汉代文献所指属于西南夷的

地区。
由上可见，西南夷的空间构架并不是从先秦

以来一成不变的，巴、蜀之所以在先秦时期被视
为“南夷”，不但是因为巴、蜀民众多属氐羌系
和濮越系，其民族系属与西南夷相同，而且因为

巴、蜀地区自身就包括在南夷区域当中。
至于“巴蜀西南外蛮夷”的分布情况，我

们将考古资料同历史文献相对照分析，提出巴蜀

西南外的西南夷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多

个生长在大河流域支流小生态中的青铜文化群，

目前在考古学上反映出来的这样的青铜文化群主

要有 10 余个，⑨ 它们分别是: ( 1 ) 黔西滇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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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记载: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可知先秦的巴和蜀均属南夷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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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昭通营盘古墓群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95 年第 41 期。
常 璩: 《华阳国志·蜀志》，刘 琳校注，成都: 巴蜀书社，1984 年，第 175 页。
常 璩: 《华阳国志·巴志》，刘 琳校注，成都: 巴蜀书社，1984 年，第 25 页、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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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青铜文化区; ( 2 ) 滇东曲靖盆地劳浸、靡
莫青铜文化区; ( 3) 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区; ( 4)
安宁河流域邛都青铜文化区; ( 5 ) 青衣江流域
徙都青铜文化区; ( 6 ) 雅砻江下游盐源盆地筰
都青铜文化区; ( 7 ) 保山盆地巂青铜文化区;
( 8) 洱海区域昆明青铜文化区; ( 9 ) 岷江上游
冉駹青铜文化区; ( 10 ) 川北陇东南氐文化区;
( 11) 金沙江上游白狼、槃木、唐菆青铜文化
区; ( 12) 红河流域句町青铜文化区; ( 13) 滇
南地区漏卧青铜文化区。这些青铜文化区域与历
史文献所记载的巴蜀西南外的夜郎、滇、巂、
邛、笮、昆明以及其他族群的文化区域可以相互
对应。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大凡在 《史记·西
南夷列传》中列入记载的某族群的分布地区，
基本上都找到了与其相对应的某种青铜时代的文

化遗存，这证明司马迁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理空间界域方面，关于

西南夷的西南部地域范围的界域所在，历史文献

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对文献所记载的

“滇越”地望的考证，当可取得较为明晰的证
据。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裴松
之注引鱼豢 《魏略·西戎传》记载西南夷地区
有“盘越国”:

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
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
贾似至焉。②

盘越，《后汉书·西域传》误作 “盘起”， 《梁
书》卷 54 《中天竺传》作“盘越”，《南史》卷
78 作“盘越”， 《通志》亦作 “盘越”。据沙畹
研究，盘越地在东印度阿萨姆与上缅甸之间。③

而据汶江先生研究，盘越即滇越，即东印度阿萨

姆的迦摩缕波。④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数千里，有乘

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直
到汉魏，蜀人商贾仍在东印度进行经商活动。
《大唐西域记》卷 10 《迦摩缕波国》记载: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
三十余里……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
异中印度。⑤

这里所说的迦摩缕波国 “人形卑小，容貌黧黑，
语言少异中印度”，就是 《魏略·西戎传》所说
的“其人小与中国人等”，其实也就是分布在东
印度阿萨姆地区与雅利安人语言有异的达罗毗荼

人，亦即所谓僬侥。从 《华阳国志·南中志》
和《后汉书·哀牢传》的记载来看，西南夷的
空间范围包括了后来缅甸的许多地区，是直接毗

邻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⑥ 《华阳国志·南中
志》 “哀牢郡”记载说永昌郡有 “身毒之民”，
表明地近身毒。 《后汉书·陈禅传》记载说:
“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掸国
在今缅甸，时称西南夷。《后汉书·明帝纪》更
是明确记载说: “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
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⑦ 直接
把僬侥之地纳于西南夷地域范围。《华阳国志·
南中志》说: “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
也。”《大唐西域记》卷 10 《迦摩缕波国》还记
载:

此国 ( 按，指迦摩缕波) 东，山阜连
接，无大国都。壤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
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之西南之
境。⑧

这些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出蜀之西南境即西南

夷，其境地是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相连接的。⑨

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那么对西南夷的研究，就

应该放在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背景下加以考虑。

( 责任编辑 段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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